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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已有多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量化

分析还比较缺乏。以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概念框架和指标体

系，并收集和筛选北京市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涉及人口调控的相关政策文件，

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及演变规律、

政策手段和措施的转变及特征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

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 人口调控政策发布的主

体层次多元化且层级有所下移，基层调控的力度明显增大; 人口调控政策手段已经

基本摆脱依靠直接的行政管控措施为主，进入以间接手段为主、多手段并存的新阶

段; 人口调控措施从过去 “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 “以业控人”为主，并表现为

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一系列的政策启示并提出

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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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Domestic research on populatio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in megacities

has been for many years，but lacking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ncept and index framework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policy in megacitie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selecting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Beijing’s population regulation since the mid－1980s，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law of Beijing’s population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its means and measures with

method of literature statistics and text analysis． We got those initial findings: Firstly，the

policy intensity of Beijing’s population regulation generally shows a growing trend，an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ive stages． Secondly，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policy release

is diversified and moved down constantly，which result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grass-roots

control being obviously increased． Thirdly，the policy means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have

basically got rid of the main dependence on administrative control measures，which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direct means as the main measure and multiple means coexisting．

Fourthly，the measure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policies has changed from“credentials

control”to“industry control”with multiple measures coexisting． In the end，in view of

the above findings，the paper obtains a serie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 megacity; population regulation polici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一、引言

人口调控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一种类型，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口规

模、增长、分布、构成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总和。从最广义角度讲，

凡是对人口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对生育、健康和死亡、迁移行为等做出的相关政策干预或调

节，都可以看作是广义的人口调控。但是对于现代化的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规模、结构和分

布等变化主要与城市范围内人口的流动、迁移等行为有关，而非人口的出生、死亡变化所

致，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狭义的人口调控政策范畴，也即主要针对特大城市人口在户籍、

就业、住房、教育等多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文件的总和。

特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及其带来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随着

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就业，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成了我国农村人口转移流入的主要汇集地。人口的不断膨胀多年来给

这些城市的交通、环境、居住、医疗、教育、就业等带来很大压力。为使人口与城市经济、

社会和资源环境等相协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涉及外来流动人口居住、务工、经商、家庭服务等方面的人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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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政策文件。然而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人口调控政策效果不显著［1－2］，人口快速增长势头未

减。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红利的消失［3－4］，以及国家在城市

人口户籍管理方面的政策调整，相应的人口调控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特大城市的人

口调控政策依然严格。2014 年以后，随着国家层面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北京

市开始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人口调控政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新举措，如通过疏解产业以及城市综合整治等系列行动来带动人口的增量制约和存量减少，

推动人口的空间优化等。北京市外来人口在 2015 年达到 822. 6 万的峰值后，2016 年开始出

现负增长，到 2019 年为止已经连续四年下降，常住总人口规模也在 2017 年开始出现连续负

增长。上海市的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特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和转折，与人口调控政策演变有

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演变进行科学的研究。

已有不少学者围绕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展开研究。概括起来，相关政策研究可以分为

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对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与分析，并进行了政策演

变和阶段划分［5－6］。但因为划分角度和标准不同，而且大多都是定性描述，因此同一个城市

政策的阶段划分也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的阶段划分就有三阶段［7－8］、

四阶段［9－10］、五阶段［11］之分。第二类是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政策内容及模式。例如学

者们对人口调控政策的措施总结了户籍控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控人等多措并举的

综合手段［6，12－14］，还有学者总结出了以产引人［15］、以学抑人［8，16］、以约管人［17］、城市综合

整治［18］、重构城市空间［19］等不同手段。第三类是关于人口调控政策效果的评价。一些学

者采用的是将人口规模变化结果与政策制定的目标直接对照分析［1，15－16，20］。还有学者采用

反事实分析的差分方法［21］，或者用计量经济学的倾向值匹配法研究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政

策效果［22］，但后者由于对人口调控政策指标做了替代处理或简化处理，结果并不尽如人

意。上述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缺乏对人口调控政策本身的量化和衡量。

总的来看，目前关于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对政策文件

表面的理解以及发文数量的简单统计描述和经验分析上，缺乏对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

强度及政策结构的定量研究和分析，这种状况很难真正揭示各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演

进的规律、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而且也极不利于展开对人口调控政策效果的

定量评价。此外，以往的研究因为时间关系也缺乏对近几年的人口调控政策的阶段分析

和量化研究。

本文在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框架内容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将 1984 年以来

各级政府制定实施的人口调控政策法律法规文本纳入人口调控政策框架中，通过构建多维度

政策特征分析框架，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等方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强度变化过程及

规律、不同政策手段与措施的强度及时间演变特征等进行系统的定量计算及分析，以期在理

论上对过去人们长期争论的政策演变阶段的划分、演变的规律以及政策框架内在结构变化等

提供比较精准的理论和分析依据，也为学者们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效果的量化评价提供很好的

数据支持。同时本研究作为案例，为我国其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和演变分析提供

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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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原理与步骤

1． 量化方法的选择与分析步骤

目前国内外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文献统计分析法，主要是关注政

策文献的外部统计特征，如不同年份出台的政策数量、政策文件类型及占比情况，可以从宏

观角度考察政策的演变情况。但因为该方法仅仅是从政策文本数量出发进行的统计，没有考

虑政策的废止、政策发布的层次、政策法律法规力度及政策的内容，因此难以真正反映不同

时期政策的强度变化。二是计量分析法，通过提取政策关键字进行共词分析或聚类分析以挖

掘政策主题，分析政策主题的变迁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人口调控政策由于内容比较庞

杂，难以通过关键词全面准确地挖掘主题。三是内容分析法，该种方法是一种基于定性研究

基础上的量化方法，主要在文献统计基础上，从政策的不同维度如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

策措施等对政策的内部语义进行分析及量化。本文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与内容分析法进行

研究。

按照本文选择的方法，对人口调控政策量化的研究包括了如下几个步骤: 首先，分

析并构造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指标体系及内容框架。其次，通过文献梳理，借助相关网

站收集整理与人口调控相关的政策文本，并在一定原则和政策框架下进行筛选。再次，

根据研究的目的，创建政策量化强度的计算公式。最后，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计算并对

结果进行分析。
2． 北京市人口调控的政策指标及框架构建

人口调控政策是一个综合的政策，对其量化也是一个综合分析的结果，需要明确政策体

系框架并建立指标体系。按照系统学的观点，任何一个综合的政策都是由一系列子系统、分

子系统甚至基础要素构成，人口调控政策也符合这样的特征。因此本文试图对人口调控政策

构建一个框架结构 ( 见图 1) 。从上而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图 1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政策体系框架和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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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 政策总目标层，即人口调控的政策总强度，是我们最终衡量的结果。

第二层次: 政策手段层。按照公共管理的政策理论，一般而言政策手段可以分为行

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综合手段等。按照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内容，

我们可以将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分为行政管控类、产业与经济手段、综合规划类、服务与

保障以及城市整治 5 个类别。其中行政管控类主要是指直接针对目标人群在就业、购房

租房、居住等方面做出的行政许可，是一种直接的调控手段。产业与经济手段，主要是

指通过各类产业规划、产业调整以及产业疏解等对人口进行间接调控的手段。综合规划

类主要是指各类总体规划、计划、纲要和空间规划等，是各类手段实施的前置手段和方

法。服务与保障，主要是指通过对目标人群在子女入学、工伤保险、养老和生育等多方

面提供的服务性管理政策，是人口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但对人口增长并不产生约束性

的政策效果。城市整治是从区域综合角度，通过对城市社区、行业、居住环境、就业与

经营状况等进行的各类治理，可以间接达到调控人口的目的，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类特

殊的人口调控手段。

第三层次: 政策措施层。主要是指调控政策实施和发生作用的具体措施，也是人口调控

政策实施过程中与其他公共政策不同的特有的措施分类。本文按照调控政策实施和发生作用

的对象和方式，将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政策进一步分为以证控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和城市

综合整治四种措施①。其中以证控人主要是对目标人群的居住证和户籍等方面出台政策，以

房管人主要是对目标人群在购房、租房等方面出台政策，以业控人则是指与目标人群在务工

经商等就业方面有关的政策，城市综合整治是指在城市整治中，除了与目标人群房屋居住环

境、产业疏解相关的疏解整治行动之外的其他综合整治，例如安全隐患、环境脏乱差、开墙

打洞治理，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因此，实际上政策手段层与政策措施层有一定的

交叉。

第四层次: 基础政策文本层，也即政策初始强度层。人口调控政策文件的形式主要

有法律、条例、规定、细则、办法、规划、意见、方案、计划、通知等，其中法律、条

例和规定是具有强制性的政策文件，相对其他政策文件其严肃性和强制性都更强。因此

基础政策层主要通过对上述类别文件的权威性、规范性以及发布主体的层次等方面进行

判断后赋值。

由于人口调控文件发布的主体层次差异很大，既包括全国层面的政策，如全国人

大、国务院及各部委，也包括 北 京 市 一 级 人 民 政 府、各 厅 局 甚 至 市 内 各 区 级 单 位 等。

因此结合政策权威性和发布主体层次，参考其他学者对政策赋值的研究［23］，我们将北

京市的基础层政策类别分为五类，并对政策初始强度进行了从 1 到 5 的不同赋值 ( 见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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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以学控人和以育控人等措施，但本文通过对政策文件分析发现，北京市及所属下级政府并没有出
台过明确的通过限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政策来达到调控人口目的的政策，而且这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等相违背，因此本文认为以学控人的提法不科学、不现实，甚至基本不存在。以育控人也有类似情况，所有政
策文件基本都是围绕符合暂住、工作等前提条件下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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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类别及赋分
政策力度序号 政策发布主体 文件类别 分值 政策数量

力度类别赋值 1 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 法律、条例、规定及暂行规定 5 3

力度类别赋值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及其各部委
办法、意见、纲要、规划、计划、方案、
任务、通知等其他文件类别

4 13

力度类别赋值 3 北京市人大及北京市人民政府 法律、条例、规定及暂行规定 3 25

力度类别赋值 4 北京市人民政府
办法、意见、纲要、规划、计划、方案、
任务、通知等其他文件类别

2 86

力度类别赋值 5 北京市各厅局及各区人民政府
规定、办法、细则、意见、纲要、规划、
计划、任 务、目 录、通 知 等 其 他 文 件
类别

1 114

3． 人口调控政策强度的计算公式

按照政策体系框架图，本文构建了两个衡量人口调控政策强度的指标: 人口调控政策总

强度 ( TPE) 和约束性人口调控政策强度 ( CTPE) ，后者特指除提供服务与保障类的政策

之外的其他人口调控政策强度。计算公式和步骤如下。
( 1) 人口调控政策总强度指标的构建。人口调控政策总强度 ( TPE) 公式可表示为:

TPEt =∑
5

g = 1
Mtg ( 1)

约束性人口调控政策强度 ( CTPE) 公式可表示为:

CTPEt =∑
4

g = 1
Mtg ( 2)

其中，t 表示年份，t∈ ( 1984，2019) ; Mtg表示第二层次中的第 t 年第 g 类政策手段的

调控强度; g 表示政策手段的类别，包括行政管控类、产业与经济手段、城市治理、综合规

划、服务与保障 5 类。

( 2) 计算第二层次的人口调控政策手段的强度 Mtg公式。在图 1 中可看到，第二层次中

有一种政策手段强度是通过对应第三层次政策措施的强度加总所得。另外一种是直接通过政

策力度层计算的，其公式如下:

Mtg =∑
n

j = 1
j* Ntjg ( 3)

其中，Ntjg表示 t 年第 g 类的有效政策文件总数。j 表示每一个政策文本的赋值力度，在

前面表 1 中有具体的赋值。
( 3) 第三层次政策措施强度的计算公式。第三层次是在政策力度层上构造的，政策措

施强度 Otk的计算公式如下:

Otk =∑
5

j = 1
j* Ntjk ( 4)

其中，k 表示政策措施的类别，包括以证控人、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城市综合整治 4

类; Ntjk表示 t 年第 k 类政策措施的有效政策文本总数。

其中，t 年的有效政策文本数 Ntjk公式为:

Ntjk = ntjk + ∑
t －1984

i = 1
υ( t －i) jk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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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tjk表示当年出台的政策数量，υ( t－i) jk表示 t－i 年出台的 k 类政策在 t 年依然有效的

政策文本数量。故调控措施的政策强度公式 Otk可以进一步展开为:

Otk =∑
5

j = 1
j* Ntjk =∑

5

j = 1
j* ( ntjk + ∑

t －1984

i = 1
v( t －i) jk ) ( 6)

三、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量化的计算结果及分析

1． 政策文本来源及筛选

政策文本是指政策的载体，是记录政策意图和过程的有效凭证，既包括国家及地方政权

颁发的法律法规等文件，也包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咨询或决议等公文档案［24］。

本文所搜集的人口调控政策文本，主要是指国家、北京市及所属相关政权机关正式出台的或

直接或间接影响北京市范围内人口流迁、定居等方面的与落户、住房、经商就业及居民服务

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所涵盖的人口调控政策类型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意见、办法、通知、

规划等官方文件。

为了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量化分析，首先需要对政策文本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

理。为保证政策文本的完整性和可信性，本文通过如下步骤对北京市人口调控相关政策文件

进行收集整理: 首先，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通过搜索“人口调控”、“人口调控政策”、

“流动人口管理”等关键词，获得与北京市人口调控及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研究相关的研究文

献 298 篇，并通过阅读相关专业书籍如 《首都人口调控研究》、《首都人口疏解的行与思》、

《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等，筛选并建立了初步的北京人口调控政策文本目录表。同时，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概念、内涵、范畴等进行分析和界定。其次，

通过首都之窗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北京市各行政区、各厅局门户网站以及百度等网络搜

索工具引擎，按照上述文件名称目录进行政策文本全文的收集和下载，同时根据网站已有的

文本，结合本文对人口调控政策概念的界定与范畴，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文本目录及全文

进行补充登记和文本下载。前期共搜集人口调控相关政策文本 420 份。再次，对已经收集的

420 份政策文本进行全面阅读，并按照人口调控政策概念范畴进一步加以对照、甄别，主要

根据预判政策文件的实施是否与人口流动变迁有关，从而对户籍、居住、就业、子女教育、

计划生育、养老等政策进行进一步甄别。在这样的筛选原则下，最后保留了包括国家层面、

北京市级层面和区县层面的 241 个政策文本 ( 见图 2) 。在政策文本的时间段选取上，本文

以 1984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的通知》为标志，将 1984 年作为北京市人

口调控政策研究的起始年份。

在上述政策文本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对 241 个政策文本依照其发布时间、

废止时间、发布主体层次、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等不同方面进行政策编码，构建了北京市人

口调控政策数据库。

2． 量化结果与分析

在政策文本筛选、初始赋值，并分类纳入前述的政策强度计算公式后，得到北京市在

1984—2019 年期间人口调控政策强度的计算结果、内部构成变化以及时间的演变过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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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4—2019 年历年发布的人口调控政策文件数量变化

过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特征。
( 1) 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根

据公式 ( 1) 和 ( 2) 计算 1984 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和约束性政策强度。从

图 3 可以看出，1984 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总强度和约束性政策强度整体上呈现了上

升的趋势，并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可以明确分为 5 个阶段。

图 3 1984—2019 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总强度与约束性政策强度变化

第一个阶段 ( 1984—1994 年) ，人口政策总强度和约束性强度都开始起步且出现逐步增

强，这一段对应着从 1984 年和 1985 年国务院相继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

知》、《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北京市也开始打开了流动人口进京大门，期间

围绕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兴办第三产业、暂住人口户口、家庭服务员管理、暂住人员租赁、

外地务工人员经商以及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文件。

第二个阶段 ( 1995—2004 年) ，人口调控政策强度猛然上升到较高水平，然后维持在较

高政策强度的水平上。这一阶段主要与当时中国民工潮带来的大量人口进京有关。为了减缓

外来流动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市在中央 1995 年出台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引下出台了 《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

例》，并围绕该条例在 1995 年及之后密集出台了涵盖户籍、治安、房屋、务工、经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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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收容遣送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导致这一段政策强度大幅提升。

第三个阶段 ( 2005—2010 年) ，从 2005 年开始，政策强度明显下降，形成一个长达五

年的调控政策强度的低洼区间。主要由于上一阶段出台的很多政策文件废止，同时北京市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流动人口管理方法、措施、管理思

路转变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加强了对流动人口在计划生育、养老、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服务

与保障。因此这一阶段政策强度尤其是约束性政策强度比较弱。

第四个阶段 ( 2011—2014 年) ，这一阶段北京市围绕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落实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同时在开展地下空间整

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禁止和限制部分非首都功能产业、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方面，出

台了系列相关文件，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总强度开始有了明显回升。

第五阶段 ( 2015 年至今) ，人口调控政策强度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以 2015 年中共中央

颁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重大战略为指导，北京市出台了 《北京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并新修订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2016 年—2035

年) 》，总体调控思路开始着眼于整个京津冀地区，并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 “牛鼻

子”，通过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同时围绕疏解整治促提升，全市大力开展产业疏解和城

市多项整治活动，在以往的“以证控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人口调控政策体系基础上，

通过加强棚户区改造、出租房管理、治理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治理老旧小区等城市综

合整治，形成了新时期的人口调控政策新格局。
( 2) 人口调控政策的发布主体由最初的二元向多元化发展，政策强度的层级明显下移。

从图 4 可以清楚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市级的人口调控政策文本比较少，而以国家

层面宏观政策文本为主。从 90 年代开始，北京市级层面人口调控政策强度迅速超过国家层

面成为主要的政策发布主体。进入 21 世纪以来，区级层面发布主体的政策开始显现并逐渐

增大，2017 年区级人口调控强度超过国家层面，此后快速猛增逐渐趋于北京市层面的强度

水平。这不仅意味着北京市人口调控发布主体层次呈现多元化特征，而且政策主体向下层移

动，更多地依靠基层实施，另外也意味着北京人口调控整体上从控制人口规模的单目标向包

含城市内部区域间人口空间优化配置的多目标方向转化。
( 3) 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基本摆脱过去主要依靠行政管控手段的状态，进入到多手段

共举的新阶段。从人口调控政策的手段看，不同时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 见图 5) 。行

政管控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市人口调控的最主要手段，但在 2015 年开始被产业与经济

对人口调控的间接手段所赶超，2018 年城市治理手段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行政管控手段，

也超过产业与经济手段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调控手段。相比前几类，综合规划手段政策强度较

弱，但近几年上升比较快，与其他调控手段强度差距不断缩小。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与保障

类的政策强度在人口调控政策中也并不低，近年还在继续上升，反映了北京市人口调控始终

坚持寓人口调控管理于服务与保障中的特色。同时，上述情况也说明，北京市目前已经改变

了过去长期主要依靠行政管控的单一政策局面，进入多重手段并举的新阶段。
( 4) 从调控措施看，人口调控政策从过去 “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 “以业控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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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4—2019 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发布主体强度分布

图 5 1984—2019 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手段的类别构成

主，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从时间演变的维度看 ( 见图 6) ，“以证控人”长期以来是北

京人口调控的最主要措施。“以房管人”政策强度则从 2010 年开始快速提升，在 2013 年超

过“以证控人”成为首要的调控措施。在 2017 年之后“以业控人”政策措施后来居上，赶

上“以房管人”强度，大幅度超越前者，成为最主要的调控措施。可见，当前北京市人口

调控政策措施呈现了“以业控人”为主，多种调控措施并存的局面。但目前城市综合整治

力度还比较弱。

进一步分析发现，“以业控人”曾经历过两次较高水平波动。1995—2004 年的 10 年里，

由于当时密集出台了针对外来人口的务工经商、兴办第三产业等政策文件，导致这一期间行

政管控型的“以业控人”的政策强度一度很大。2010 年之后 “以业控人”措施的内涵发生

了变化，主要通过产业政策、产业疏解等间接手段来实现 “以业控人”。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1984—2019 年的 241 份政策文件，借用公共政策领域的政策文献统计分析法

和文本分析法，结合政策出台及废止时间、政策数量、政策发布主体、调控手段等，对北京

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演化的阶段、规律、内在结构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量化分析。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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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4—2019 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措施政策强度的类别构成

与政策启示讨论如下。

首先，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期间呈现波动起伏且明显的

阶段性。从政策的演变趋势来看，近年来人口调控政策强度还处于不断快速升高的状态和趋势

中。因为北京市的总人口规模已经从 2016 年的 2172. 9 万人降到 2019 年的 2153. 6 万人，实现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6 年—2035 年) 》关于 2020 年将总人口控制在 2300 万的目标已经

成为定局。今后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侧重点需要进一步调整。未来的人口调控政策应将目标

从人口规模控制进一步转向人口空间格局优化及人口素质结构的全面提升，促进北京市人口的

综合优化，在人口调控中实现人口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和质量提升的综合目标，在顺利疏解非

首都功能的同时，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已经从过去以行政命令式的直接强制手段向着经济的间接引

导手段转变。同时也已经由 “以证控人”为主向以产业与经济为导向的 “以业控人”和

“城市综合整治”措施为主转变。这是人口调控政策走向科学化和有效性的重要体现，也是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内涵的重大提升。

再次，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颁布主体层级重心出现下移，北京市内部各区的人口调控主

体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后的人口调控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内部各区之间的协调以及基

层社区的作用。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目标应该继续向空间优化转变，在各个区域之间建立人

口疏解和移动的综合协调机制，以宏观规划和区域规划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对各区在人口调

控方面的宏观协调和引导，促进北京市人口调控综合目标的实现。

最后，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始终将服务与保障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体现了北

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全面性和为民服务的本色与特性，这些服务与保障政策措施，使得人口

调控发挥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政策更好地实施。同时服务与保障手段

也让更多外来流动人口在人口调控中有所获益。今后的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

务和保障，促进社会融合，在人口调控政策中尽可能体现广大外来人群的利益诉求，要坚持

“以人为本”，使人口调控政策在更大程度上让人们理解并获得支持，并让更多人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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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有获得感和归属感。

从今后看，北京市人口调控的综合目标实现，离不开人口调控政策的作用，不能因为人

口规模出现减少就放弃人口调控，但是在调控手段上要注意进一步调整。坚持以经济手段以

及城市治理的间接手段为主进行人口的引导。同时，也要注意宏观规划在政策调控中的引导

作用，更加注重长远的、全局性的、指导性的规划与战略部署，将北京市人口优化调整与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实现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首都人口综合优化的共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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